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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市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研究
1
 

卢 娟，张梦雅 

（湖北文理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提升城市化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是襄阳市发展的重点方向。促进城市化进程和优化产业结构休戚相关，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三大产业结构偏离度和相关数据分析分别研究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的关系、就业结构与产业

结构的关系以及县域产业结构对襄阳市总产业结构的影响三大方面。研究结论为：2011〜2017 年襄阳市第一产业和

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减少幅度小于产业增加值比重减少幅度，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幅度小于产业增加值比重增加幅

度。2017 年三大产业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093、-0.551、0.755,产业结构偏离度较大。2015 年户籍制度改革实施

后城镇化率的增长幅度均在 1%左右，涨幅不明显。襄阳市三县产业结构占总产业结构约为 17%,占比较大，且产业

结构较为优良。通过促进三县产业结构优化，加大三县产业产值在总产业产值中的比重从而推进整体产业结构的优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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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发展城市化从劳动力、基础设施、科技水平等方面为产业的组成优化提供

了动力，产业组成结构的改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进而推动了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率是衡

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之一。襄阳市 2011 年末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 51.3%，首次高于全国常住人口城

市化率，此时产业结构已固定为“二、三、一”模式。自 2011 年末到 2017 年末，襄阳市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均高于全国常住人

口城市化率 1%左右，城市三大产业模型稳定在“二、三、一”模式并有向“三、二、一”转型的趋势。由此可见，城镇化率的

上升对产业组成结构的改善发展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襄阳市作为长江经济带重点节点城市，急需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发

展方面着手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面发展，响应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国家政策并打造一个全新的具有综合竞争力的城市。 

国内外有关城市化优化以及产业结构发展的文献众多，研究丰富。Henderson 从微观角度出发，以政府对贸易经济实行的政

策为着手点，分析了政策的改变对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的影响。Hutton 讨论了亚太地区服务业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作用，论证了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Hermelin 以瑞典首都中心城区的地区结构和地理位置为着手点，分析了就业增长、后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等方面，并对不同部门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方法和建议。X.Han 通过论证长春市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第二

产业的发展是长春市城市化率提高的主要动力。李志翠对近 32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对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和合理化进行了深度的研究；陈立泰讨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城市化之间促进关系实施的可行性，并从农转非农的人口结构剖

析了其对城市化与产业组成结构转变的优化作用。然而，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的都是正面作用。朱

显平通过面板数据的分析，对东北及北方地区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对地方经济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调查，发现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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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对这些地区具有负面的影响。除了不同区域的比较论述外，朱江丽通过对中国以及印度各自城市化的道路进行了对比，阐

述了中国主要的发展模式是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学者们通过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政策与人口的方面对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进行了深刻的探讨，然而由于产业结

构的构成和优化方向不同，各地新型城市化发展阶段及特色不一，因此现有文献的相关对策建议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襄阳市地区。

本文旨在因地制宜地分析襄阳市的产业结构和城市化发展现状，提出适应襄阳市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的方向以及政策建

议。 

2 襄阳市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2.1 襄阳市城市化发展现状特征 

城市化的发展作为一个区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程度的指标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襄

阳市城市化发展的现状特征，分别是城镇化率、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和区域空间的变化。 

2.1.1 城镇化率。襄阳市作为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具有较为健全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较为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2017 年

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全国城镇化率高出 1.13%,为 59.65%，然而其城市人口总量在湖北省的排名仅为第四名，与其城镇化率的

排名不相符合。且近期城镇人口增长乏力，城市化率增长缓慢。 

2.1.2 产业结构的转变。襄阳市产业构成转变幅度较大，但总体仍呈现“二、三、一”模式：2017 年第一、二、三产业结

构比重为 11.4:52.8：35.8。作为工业之城的襄阳市，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与 2016 年相比虽有所下降但仍占比较大。城市化发

展的主要动力是第三产业的扩增，襄阳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占三分之一。随着唐城景区的建设和古隆中 5A 级景区的创建，襄阳市

第三产业正以一种不可抵挡的速度向前迈步。 

2.1.3 土地和地域空间的变化。襄阳市主要由襄州、襄城和樊城、高新这四个区域构成，有 3 市辖区、3 县级市、3 县，创

建了三个经济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鱼梁洲旅游经济开发区。这三个地区对襄阳市

城市化发展和高级化进程具有极大正面影响。 

2.2 襄阳市产业结构发展现状特征 

 

图 1襄阳市 2015 ~ 2017 年三大产业产值（亿元）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均来自《襄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襄阳市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较为充足，但劳动力素质较为低下。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棚户区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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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试点和国家经济开发区的建立，襄阳市的产业结构转变幅度较大。图 1 显示了 2015~2017 年襄阳市三大产业产值变

动情况。 

通过近三年产值变化可知，三大产业产值均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长幅度大小不同。第一产业 2016、2017 年产值增加值分别

为 7.16%和 7.17%，增长幅度较为稳定。第二产业 2016、2017 年产值增加值分别为 6.44%和 4.93%,增长幅度有所下降，发展速

度减缓。第三产业 2016、2017 年产值增加值分别为 15.1%和 19.6%，增长幅度较大，发展速度快。 

2.3 襄阳城市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发展现状特征 

产业组成结构的改善升级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以下将从三大产业结构近几年的发展和变化来分析产业结构对城镇

化率提升的作用。 

2.3.1 第一产业。襄阳市近几年大力推广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有利于集中管理废弃农田，提高农业产量，优化第一产业结构。

提高城市中劳动人口的比重，促进城市化进程。 

2.3.2 第二产业。2015-2017 年襄阳市政府招商引资和对汽车产业的优化革新吸引了大批技术人员到襄阳，增加了襄阳市的

城市常住人口，优化了人口素质结构，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2.3.3 第三产业。襄阳素以历史古城闻名，其丰富的人文历史'景

观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到襄阳旅游，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产业组成结构的高级化源于城市化的发展

和优化。为响应国家转变产业结构的号召，襄阳市推进了户籍制度改革，利于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外地人口转变为本地

城市居民。将提高劳动力和髙教育水平人才的比重，从而推动产业组成结构的优化。土地和地域空间的变化也对产业组成结构

的改善起到了极大地作用，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鱼梁洲旅游经济开发区的建立为高新技术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摇篮，促进了襄阳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优化。 

3 实证分析 

3.1 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 

3.1.1 襄阳市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情况。人口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率，就业结构的比重一定程度

上反应了产业结构的组成。同时，就业结构的优化对产业结构起着极大地促进作用。图 2、图 3 分别为 2011〜2017 年各产业就

业人数比重和产业增加值比重。 

 

图 2 2011~2017 年各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变化图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均来自《襄阳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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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及襄阳市 2011~2017 年三大产业发展可知，2011-2013 年襄阳市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吸引了大批人员从事第一产业，

因此其比重增长幅度大，涨幅为 12.5%，但 2013-2017 年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了人口向城市二、三产业就业，从而造成了第一产业

就业人口的不断减少。同理由于农田水利建设和城市化的发展，2011~2013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下降幅度为 17.7%，但从

2013~2017 年处于稳中带快的上升模式。由于襄阳市是以工业为主发展的城市，因此第二产业一直保持较为平缓的状态。 

 

图 3  2011~2017 年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化图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均来自《襄阳市统计年鉴》。 

图 3 可知，襄阳市三大产业的产值每年都呈上升趋势，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林牧等产业的比重逐渐减小，因此产

业增加值比重在 2011〜2015 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下降幅度约为 25%，在 2016~2017 年有所回升但幅度较小。为顺应健康城市

的理念，工业产值比重在 2011〜2017 年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且降幅较大约为 29%。襄阳市应大力推广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该产

业对城市化的提升有着极大地促进作用。因此 2011~2017 年产业增加值比重增长幅度为 44.3%，除 2015-2016 年发展较为平缓，

其余年间增长迅猛。 

3.1.2 襄阳市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对襄阳市的产业就业人数比重和产业增加值比重变化进行初步的数据分析

后，对三大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偏离度的分析。 

 

其中：α是结构偏离度，A是三大产业结构增加值比重，B是三大产业就业比重。 

结构偏离度存在以下三种情况： 

(1) 当α=0 时 A=B，就业劳动力达到最优的配置，此时即使增加劳动力改变就业结构，产业结构也无法继续优化。 

(2) 当α>0 时 A〉B，产业发展的势头较好，劳动力需求较大，会出现劳动力流入的现象。 

(3) 当α<0 时 A<B，此时就业人数较多但产业增加值较小，会出现劳动力流出市外寻找工作的现象。 

由以上可知，当α值越小，即越趋向于零时。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配置程度越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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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知，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大体上较优。2012~2017 年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均<0，此时 A<B，产业的发展较好，劳动

力需求较大。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2015-2017 年第二产业的偏离度均为负值且偏离值以 1%-2%速度逐年减少，因此劳动力流

失较多。第三产业从 2012 年起α由负转正，且大体上每年呈现 1%~2%的趋势上涨。由此可知，第三产业发展逐年变好，劳动需

求率逐年上涨。 

表 1 三大产业结构偏离度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1 12.95 0.008 -0.499 

2012 -0.988 0.017 -0.153 

2013 -0.314 0.024 0.100 

2014 -0.625 0.009 0.288 

2015 -0.983 -0.178 0.699 

2016 -0.214 -0.285 0.556 

2017 -0.093 -0.551 0.755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均来自《襄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2 襄阳市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的相关性 

襄阳市于 2015 年实行了户籍制度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促进农村人口户籍向城市户籍转移，对有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员放

宽落户要求，并且取消了关于商品房购买、学历、本地社保等要求。城镇化率是衡量一个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通

过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推动作用。通过对 2007~2017 年城镇化率的线性回归分析户籍制度改革对襄阳市

城镇化率的影响。 

 

图 4   2007~2017 年城镇化率变化图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均来自《襄阳市统计年鉴》。 

由图 4知，襄阳市的城镇化率在 2007〜2008 年无明显变化，在 2008~2009 年迅速增长，在 2009~2017 年城镇化率增长比例

均以 1%的速度稳定上升。2015 年户籍制度改革实施之前与改革实施之后城镇化率没有明显差别，因此，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对

襄阳市城镇化率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由此可知，襄阳市应该调整相应的方针与政策，因地制宜的落实户籍制度改革，例如大

力推进农村土地承包制，促使农村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从而带动城镇化率的提高。对外来髙学历人员提供落户优惠

政策，以及减少落户所需要的手续和步骤等。 

由表 2可知，R
2
约为 0.99,其拟合程度优良，因此城镇人口于常住人口总数相关程度高。F检验值约为 337,因此方程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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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程度高，城镇人口适合预测城市常住人口的变化。 

3.3 南漳、保康和谷城三县产业结构与襄阳市总体产业结构的相关性 

表 2常住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变量、标准差、t、F检验、 R 相关系数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统龍 概率 

C 457.5366 5.490463 83.33296 0.0000 

X 0.321006 0.017489 18.35458 0.0000 

R
2
 0.985375 Mean dependent var 558.1743 

F-检验 336.8905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均来自《襄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县域产业结构的发展和襄阳市产业组成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县域经济结构是构成襄阳市总体产业组成结构的基础，

三县 2017 年三大产业所占比重如图 5。 

 

图 5三县 2017 年三大产业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原始数据均来自《襄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由图 5可知，南璋三大产业是“三、二、一”结构，与产业结构最优模型相近，但农林牧所占比重过大超过合理比重近 15%，

第三产业比重较小与最优相比少 34.2%，因此需进一步的优化调整以达到最优结构。谷城的产业组成结构为明显的“二、三、一”

模式，工业产值所占比重高达 62.1%，农林牧所占比重是 11.9%较为合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过小需要大力的提升。保康产业结

构同为“二、三、一”模式，但保康产业结构较谷城而言更为合理。保康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比谷城大，第二、三产

业比重相差 11.8%，农林牧所占比重比南漳小。2011-2017 年三县地区生产总值在襄阳市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均在 17.3%~17.8%之

间，在襄阳市 11 个地区中所占比重较大。三县作为襄阳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襄阳市整体产业结构的优

化调整有着促进作用。南漳、谷城、保康三县城市规模小，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规划和整改较易，其总产值占襄阳市总

产值比重大，且因地区较小，三大产业的转型难度较小。因此，需从县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出发，加大对三县经济增长的投入，

继续优化三县产业结构，提高三县产值在总产值之中的占有比重，利用局部产业结构组织的调整带动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从

而优化整体结构。 

4 结论 

本文通过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优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发展、县域产业结构与襄阳市整体产业结构进行了偏离度分析、

线性回归分析和 2011~2017 年的数据分析等方面对城市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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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襄阳市三大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化会影响产业结构的构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第三产业人数逐渐增

加且劳动需求量逐年变大，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减缓，劳动需求量有所下降，第一产业劳动力流失较大，需要实施土地承包制

等政策集约化管理减少土地荒废。 

(2) 襄阳市需要调整方针和政策来优化户籍制度改革。2015 年襄阳市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后，城镇化率虽呈上升趋势但较往

年相比变化幅度不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对襄阳市城镇化率没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3) 利用县域产业结构转型推动襄阳市整体产业结构转型。将三县作为试点地区，加大经济投入，大力增长第三产业，减

小第一、二产业的比重，促进产业组成结构快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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